
法 商 研 究 StudiesinLawandBusiness
Vol.41 No.1(2024)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再探讨

张 明 楷*

摘 要:“共犯的正犯化”以对正犯与共犯采取区分制为前提,帮助行为成立犯罪若不以正犯

的存在为前提,则是共犯的正犯化,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因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故不可

能是共犯的正犯化。行为的危害性大、能被独立定罪,以及刑法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规定

了独立罪状与法定刑等,都不是共犯正犯化的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也并非共犯正犯化的法

律依据。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的案件之所以多,主要是因为司法机关误解共犯的成

立条件、错误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未运用想象竞合原理,以及为了减轻对正犯的证明责任,导致

将大量诈骗等罪的共犯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只有在抽象的认识错误、正犯的犯罪

性质未能查明等场合,才可能对相关帮助行为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在所谓“一对多”
的场合,若各被帮助者的行为没有达到罪量要求,则帮助者的行为也不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从立法论上说,废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或许是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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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后,笔者曾撰文认为,帮信罪并非共犯的正犯化,只是量刑规则。① 现在,
关于帮信罪的规范性质存在激烈争议,需要深入讨论。因为只要采取共犯从属性原理,帮信罪究

竟是不是共犯的正犯化便直接影响帮信罪的成立范围。易言之,只要承认共犯的从属性,正确理

解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87条之二的规定,帮信罪的适用范围就

会缩小。但是事实上,2021年以来帮信罪案件持续大幅增长,数量已跃居各类刑事案件第三

位,②其中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值得认真探究。只有明确了帮信罪的规范属性与案多原因,
才能进一步确定帮信罪的适用范围。基于此,本文对帮信罪的规范属性、案多原因与适用范围发

表粗浅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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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信罪的规范属性

关于帮信罪的规范属性,即帮信罪是不是共犯的正犯化,理论上存在激烈争论。之所以如

此,主要原因可能是对“共犯的正犯化”概念本身存在不同理解。

共犯的正犯化以对正犯与共犯采取区分制为前提。如果采取单一正犯体系,认为所有参与

者都是正犯,那么共犯的正犯化概念便没有存在的余地。在区分制体系中,正犯是一次责任,刑
法首先抑制的是正犯,正犯不从属于其他犯罪,因而具有独立性;教唆犯与帮助犯是二次责任,二
次责任是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的派生性、扩张性的犯罪形态。① 倘若没有正犯,就不可能存在由

其派生出来的扩张性的二次责任。区分制体系虽然形式上是对处罚范围的扩大(即所谓刑罚扩

张事由),但实际上限制了共犯的处罚范围。限制共犯处罚范围的基本路径是采取共犯从属性原

理,即强调教唆犯、帮助犯的成立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从属于正犯),但正犯并不从属于其他参

与人。② 按照“限制从属性说”原理,正犯的存在,是指被教唆或者被帮助的正犯实施了符合构成

要件且违法的行为(包括可罚的预备行为)。如果一个犯罪的成立以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且违

法的行为为前提,该犯罪就不是正犯,只能是共犯;③如果刑法分则规定,一个教唆、帮助行为成

立犯罪不以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的行为为前提,则是共犯的正犯化。

例如,《刑法》第285条第3款规定了两种行为类型:“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

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

提供程序、工具”。前一种行为类型不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因而属于共犯的正犯化;后一种行为

类型则以他人实施了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为前提,因而不是共犯的正

犯化。④

《刑法》第287条之二第1款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

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问题是,倘若甲以为乙会利用信息网

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但乙根本没有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⑤那么甲是否成立帮信罪? 若

持肯定回答,则帮信罪是共犯的正犯化。然而,对此不可能持肯定回答。从《刑法》第287条之二

第1款的规定来看,如果他人(乙)没有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行为人甲就不可能“为其犯罪提

供……帮助”,不可能符合帮信罪的构成要件。难以想象B没有实施杀人行为,A却帮助了B杀

人。反过来说,只有当甲明知乙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乙事实上也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了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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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甲的行为对乙的犯罪起到了帮助作用(与正犯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才有可能认定甲的行为

成立帮信罪。显然,帮信罪的成立从属于“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亦即帮信罪的成立从属

于正犯。既然如此,帮信罪就不可能是共犯的正犯化。

主张帮信罪是共犯正犯化的观点,主要有以下理由:(1)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行为(以下简称

帮信行为)本身属于帮助行为,但立法者却将其独立成罪并配置相应的法定刑,这就是帮助行为

的正犯化。① 例如,有学者指出:“帮助行为本来是共犯行为,从属于正犯而存在,这里的从属包

括罪名从属与处罚从属……只要立法机关对帮助行为设置了独立罪名并规定了独立的法定刑,

就是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规定。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判断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标准”。②(2)帮信

行为经过网络虚拟空间的放大效应,在影响深度、广度上都有着显著提升,能够向多个无关联犯

罪人实施的诸多不同性质的犯罪提供帮助。因此,帮信罪的“帮助”与其他罪名的“帮助”并非作

用相同、性质相同的概念,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将其作为正犯行为加以认定,存在一定的合理

性。③ (3)2019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没有规定本罪的成

立以被帮助对象构成犯罪为前提。例如,《解释》第12条第1款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犯罪,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即可构成本罪”。此外,《解释》第12条第2款还规定:“实施

前款规定的行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

达到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难看出,“《解释》更是明确规定在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

否达到犯罪的程度的情况下,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可构成本罪,这充分表明本罪构成犯罪的

独立性,本罪的不法并不依附于被帮助的对象”。④

显然,主张帮信罪是共犯的正犯化的各种理由,大多脱离了共犯与正犯的区分制体系与共犯

从属性原理。这样的“共犯的正犯化”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不具有确定性,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第一,帮助行为能够单独定罪或被提升为独立罪名,不是共犯正犯化的判断依据。“单独定

罪”的说法可能具有不同含义。如果说对帮助行为单独定罪是指不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则是共

犯的正犯化,但如前所述,帮信罪的成立并非如此。
如若说单独定罪是指帮助犯的罪名可能与正犯不同,则这并不意味着共犯的正犯化,而完全

可能是故意、法定年龄等责任要素不同所致。例如,甲误以为乙要故意伤害丙,便将凶器提供给

乙,但乙故意杀害了丙。没有争议的是,乙成立故意杀人罪,甲因为缺乏帮助杀人的故意,对其只

能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但这种单独定罪并不是共犯的正犯化。在此例中,根据共犯从属性原理,

如果乙没有实施杀人、伤害等行为,则甲的行为并不成立帮助犯。再如,B绑架C后打算故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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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C,15周岁的A知道真相并提供了用于杀害C的凶器,B利用该凶器杀害了C。按照《刑法》
第17条以及1999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

定》,B的行为仍然成立绑架罪,但 A的行为仅成立故意杀人罪。这也可谓单独定罪,但不意味

着共犯的正犯化。
倘若说单独定罪是就“一对多”的情形而言,即行为人对多数人提供帮助,但被帮助的人只是

一般违法而不构成犯罪,这也不能为共犯的正犯化提供根据。例如,持共犯正犯化观点的学者指

出:“在一对多帮助情形下,尽管多数被帮助者仅停留在普通违法而不构成犯罪的程度,但帮助行

为应当能够单独定罪。司法解释规定,在被帮助者(正犯)可能不成立犯罪时,帮助者可以构成帮

信罪,这更加确定了这一点”。① 在本文看来,这一观点存在疑问。一方面,对一般违法的帮助行

为明显不符合《刑法》第287条之二的“为其犯罪提供……帮助”的规定,既然如此,就不可能对帮

助者的行为适用第287条之二认定为帮信罪,否则就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另一方面,《解释》第

13条规定:“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行为可以确认,但尚未到案、尚未依法裁判或者因未达到刑

事责任年龄等原因依法未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认定”。这采取

的就是“限制从属性说”。
第二,帮助行为不具有罪名从属性与处罚从属性,不是共犯正犯化的判断依据。共犯的正犯

化意味着帮助行为成立犯罪并不从属于正犯,或者说不采取实行从属性原理;共犯与正犯区分制

体系中的共犯从属性,强调的是实行从属性。亦即共犯的成立以正犯实行犯罪(包括可罚的预备

行为)为前提。只要帮助行为成立犯罪以正犯实行犯罪为前提,就不是共犯的正犯化。如前所

述,成立帮信罪以其他人实施电信网络犯罪为前提(实行从属性),所以帮信罪不可能是正犯,也
不可能是共犯的正犯化。

有学者指出:“对于我国刑法分则中的帮助行为相对正犯化立法,除了正犯着手实行犯罪情

形下的帮助行为原则上成立犯罪以外,还可以且应当例外性地处罚特定情形下犯罪预备阶段的

帮助行为。倘若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理解为‘帮助犯的量刑

规则’,那么根据共犯的从属性原理,相关犯罪的处罚范围就必须仅限于帮助行为成立帮助犯的

情形,而不能包括被帮助者尚未着手实行犯罪情形下但具有法益侵害危险性的帮助行为(预备阶

段)。这显然不当限制了相关犯罪的处罚范围,从而使帮助行为正犯化立法丧失了应有的价

值。”②在本文看来,这是对共犯从属性或实行从属性的误解。国外刑法理论的通说,只是讨论从

属性的有无与程度,其中从属性的有无就是实行从属性问题。③ 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教授将共犯

从属性分为实行从属性(肯定)、要素从属性(限制)与罪名从属性(否定)来讨论,同时指出:“既然

正犯造成了值得作为预备罪处罚的危险程度,通过教唆、帮助行为使之发生这种危险的,也应当

作为教唆犯、帮助犯处罚,这是基于从属性原理理所当然得出的结论”。④ 这也是日本刑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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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说。① 概言之,正犯实行了可罚的预备罪时,肯定教唆犯、帮助犯的成立,也是共犯从属性、
实行从属性的应有之义。② 因此,以被帮助者实施了可罚的预备罪为前提肯定帮信罪的成立,依
然是“共犯从属性说”的内容,而不是共犯正犯化的结论与理由。

罪名从属性讨论的问题是,对共犯是否必须适用与正犯相同的罪名与处罚条文。这个意义

上的正犯与共犯的关系,其实是“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之争。③ “完全犯罪共同说”已被

淘汰,不管是“部分犯罪共同说”还是“行为共同说”,都没有要求共犯的罪名从属于正犯,即“共犯

的罪名不一定从属于正犯”。④ 反过来说,即使共犯的罪名与正犯不同,也不意味着共犯被正犯

化。例如,甲对乙声称入户盗窃,让乙在门外望风,但甲入户后实施了抢劫行为,乙对此不知情。
在此例中,正犯者甲的行为成立抢劫罪,但对帮助者乙的行为只能认定为盗窃罪,两者的罪名与

法定刑都不同,但不能据此认为乙是正犯,也不能认为乙是共犯的正犯化。在本例中,乙的盗窃

犯罪仍然从属于甲的犯罪行为。
处罚从属的概念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从责任刑角度来说,对共犯与正犯完全可能适

用不同的法定刑,不存在处罚从属的问题;从预防刑角度来说,对共犯与正犯的预防必要性大小

是分别判断的,而不可能一方从属于另一方。如果说处罚从属是指正犯受处罚时,共犯才受处

罚,则采取了责任共犯论与极端从属性的观点,本文难以赞成。倘若说对帮助犯原本要适用《刑
法》总则第27条的规定从宽处罚,但《刑法》第287条之二却对帮信罪规定了独立的法定刑,因而

是共犯的正犯化,则这个意义上的共犯正犯化,正是本文所称的量刑规则。亦即,刑法规定对共

犯适用正犯的法定刑,而且不适用总则关于共犯从宽处罚的规定。例如,《刑法》第244条规定了

强迫劳动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其中第2款规定:“明知他人实施前款行为,为其招募、运送人

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适用该规定以被帮助者实施了

符合强迫劳动罪构成要件且违法的行为为前提,因而不是共犯的正犯化,只是量刑规则。换言

之,对某个犯罪的处罚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从宽处罚规定,不意味着该犯罪就是共犯的正

犯化。因为共犯没有被正犯化时(如《刑法》第244条第2款),也可能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犯

的从宽处罚规定。反之,只要帮助行为成立犯罪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即使对该帮助行为规定了

独立法定刑,该帮助行为也不是共犯的正犯化。
有学者就共犯正犯化指出的一个理由是,“在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正犯化以后,虽然本罪是

拟制的正犯,但仍然具有正犯的属性。因此,教唆他人实施本罪之帮助行为的……应当是本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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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新版第4版)』(成文堂·2012年)445頁;川端博『刑総論法講義(第3版)』(成文堂

·2013年)603頁;西田典之(橋爪隆補訂)『刑法総論(第3版)』(弘文堂·2018年)422-426頁;前田雅英『刑法総論

講義(第7版)』(東京大学出版会·2019年)330頁;山中敬一『刑法総論(第3版)』(成文堂·2015年)983頁;高橋則

夫『刑法総論(第3版)』(成文堂·2016年)476頁;山口厚『刑法総論(第3版)』(有斐閣·2016年)329-330頁;井田

良『講義刑法学·総論(第2版)』(有斐閣·2018年)541-544頁参照。

在日本刑法中,因为处罚预备犯是极为例外的现象,所以平野龙一等教授用“实行从属性”来表述共犯从属

性的含义。换言之,平野龙一等教授所称的实行从属性与通说所讲的共犯从属性是一个含义,都包括帮助行为对预

备罪的正犯的从属性。

平野龍一『刑法総論II』(有斐閣·1975年)364頁;西田典之(橋爪隆補訂)『刑法総論(第3版)』(弘文堂·

2018年)429頁以下参照。

平野龍一『刑法総論II』(有斐閣·1975年)365頁。



教唆犯而不是本罪的帮助犯”。① 但在本文看来,这一点也不是共犯正犯化的判断标准。因为不

管行为人教唆他人实施帮信行为是成立教唆犯还是成立帮助犯,帮信罪本身都以正犯实施了电

信网络犯罪为前提。况且,否认帮信罪是共犯的正犯化,只是否认帮信罪的成立不以正犯的存在

为前提,而非否认帮信罪也可能成立独立的罪名。当帮信罪成为独立的罪名时,教唆他人实施帮

信罪的当然不是帮助犯。
第三,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不是共犯正犯化的判断依据。共犯是否被正犯化,只能按

照刑法分则规定进行判断,而不是按具体行为的危害大小进行判断。对故意杀人、放火等严重犯

罪实施的帮助行为,社会危害性也大,但该帮助行为并不当然属于正犯,因为共犯是否被正犯化,
原本就不是以社会危害性大小为标准确定的。况且,帮信行为在影响深度、广度上显著提升,能
够向多个无关联犯罪人实施的诸多不同性质的犯罪提供帮助,虽然是部分事实,却并非全貌,更
不是《刑法》第287条之二对帮信罪成立条件的规定。《刑法》第287条之二对帮信罪规定的最高

刑仅为3年有期徒刑,倘若这种帮助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帮助犯,则完全可能被判处高于3年有

期徒刑的刑罚。这表明,以社会危害大为由主张帮信罪是共犯正犯化的观点与刑法规定相冲突。
此外,“‘正犯化说’提出本罪具备独立的法益侵害性质的重要论据,即本罪行为人往往采取‘一对

多’的帮助形式,其本身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与实践情况产生了矛盾”。② 亦即,实践情况是,
一对多的帮助并不是最常见的情形。因此,以社会危害性大为由主张帮信罪是共犯正犯化的观

点,其实是将部分事实强加于规范,难以被本文接受。在现实生活中,任何行为人都可能向多个

无关联的犯罪人实施的诸多不同性质的犯罪提供帮助。不管是普通犯罪的帮助行为还是网络犯

罪的帮助行为,本质上都是对正犯结果起促进作用。在此意义上,各种帮助行为并无本质差别。
退一步说,即使认为帮信行为与其他帮助行为存在差别,但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这一点是完全相

同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以帮信行为更加严重为由,认为帮信罪是共犯的正犯化。
第四,《解释》关于帮信罪的相关规定,不是共犯正犯化的判断依据。《解释》第12条的文字

含义或许是帮信罪的成立不依附于被帮助的对象,或者说不从属于正犯。但是,帮助行为是否、
能否正犯化只能由刑法决定。换言之,帮信罪是不是共犯的正犯化,应当以刑法规定为依据,而
不能以司法解释为依据;当司法解释不符合刑法规定时,就更不能以司法解释为依据。如前所

述,《刑法》第287条之二的规定清楚地表明,只有当行为人为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提供帮助

时,才成立犯罪,这便否认了共犯的正犯化。
综上所述,主张帮信罪是共犯正犯化的各种观点,都难以成立。③ 或许有人认为,否定与肯

定帮信罪是共犯正犯化的学者在不同意义上使用了共犯的正犯化概念,因而形成了不同结论,无
所谓对与错。但应当承认,只能在共犯与正犯的区分制体系中基于共犯从属性原理判断帮信罪

是不是共犯的正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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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共犯行为的正犯化: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角》,《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2期。

周振杰、赵春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证研究———以1081份判决书为样本》,《法律适用》2022年第

6期。

还有学者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大为由采取“独立构罪说”。参见皮勇:《论新型网

络犯罪立法及其适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尽管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也否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

共犯的正犯化,但“所谓的‘独立构罪说’可以归入到共犯行为正犯化说的阵营”。参见钱叶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的教义学分析———共犯从属性原则的坚守》,《中外法学》2023年第1期。



除共犯“正犯化说”之外,还有学者采取了“二重性说”:“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刑

法罪名所体现的独立性来看,帮助者与被帮助者是否存在意思联络、被帮助者是否被抓获归案、
被帮助者是否被最终认定有罪,均不影响对帮助者的定罪量刑。但是,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的依附性来看,仍然有一关键要素不容忽视,即客观上需存在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活

动,主观上需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活动”。① 这一观点中的“依附”概念,表达了“从属

性”的含义,但既然成立帮信罪依附于正犯,即客观上需要存在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活动,
就表明帮信罪不具有独立性,因而不存在共犯的正犯化。况且,“二重性说”存在明显的逻辑缺

陷;②“依附性”概念也未能正视问题的症结。
总之,刑法虽然规定了帮信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但没有将其提升为正犯。当然,认为刑

法对帮信罪的规定属于量刑规则,并不是说帮信罪不可能成为独立罪名,也不是说帮信罪都是其

他犯罪的共犯,更不是说实践中不可能有行为成立帮信罪,③只是说帮信罪的成立以正犯的存在

为前提,对帮信罪的认定要采取共犯从属性原理;在成立帮信罪的前提下,对其量刑不再适用刑

法总则关于共犯从宽处罚的规定,因而是量刑规则。
有学者针对“量刑规则说”提出的异议是:“……对于下游犯罪行为难以查明,而帮助行为从

整体评价上具备应受刑罚处罚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这种情形本属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

行为类型,可是根据量刑规则说却无法将其评价为构成该罪。因此,量刑规则说同样不能够完全

反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独立入刑的内在理论逻辑。”④这一异议难以成立。一方面帮信

罪的成立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如果不能查明正犯,就不可能认为帮助行为本身整体上具备应受

刑罚处罚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当然不可能以帮信罪处罚。另一方面,只要证据表明,帮助行为对

某个正犯的构成要件行为与结果起到了促进作用,且正犯符合相应罪量要素,当然就能认定帮信

罪的成立。至于正犯是否具有责任,以及正犯是否被抓获,都不影响行为成立帮信罪(当然也不

影响帮助行为成立其他罪的共犯)。
还有学者指出,“量刑规则说”的“不足在于,下游帮助行为人在上游网络犯罪者实施实行行

为前或正犯结果出现后提供帮助行为的,便不能以该罪认定”。⑤ 这一异议存在误解,理由如下:
(1)采取“共犯从属性说”时,共犯行为当然可能发生在正犯实施实行行为之前。例如,甲事前故

意向正犯提供凶器,正犯利用该凶器杀人的,甲无疑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帮助犯。帮信罪也是如

此,因此认为帮信罪是量刑规则不会导致事前帮助不成立犯罪。(2)如果帮助行为发生在正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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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冲:《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性与依附性》,《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参见张明楷:《论教唆犯的性质》,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
页。

有学者认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侵害的法益是信息网络秩序,如果使其沦为其他罪名的共犯形态,不
符合本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体系地位,参见曹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的异化与归正》,《青少年犯罪问

题》2023年第3期。但在本文看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其他犯罪的共犯不是对立关系,完全可能构成想象竞

合。主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正犯的从属性,也并不意味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可能独立成罪,至于

独立成罪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究竟侵犯了什么法益,则是另一问题,但不管如何回答,与其从属于其他正犯并

不矛盾。

李明鲁、皮勇:《网络空间犯罪中的公共秩序法益研究———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性切入》,《海
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刘仁文、汪恭政:《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刑法认定》,《法治研究》2023年第2期。



果出现之后,当然不可能成立帮信罪,只能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罪。① 换言之,认为在正犯

结果出现后提供帮助的也成立帮信罪,不符合《刑法》第287条之二第1款的规定。

二、帮信罪案多的原因

《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

定定罪处罚。”据此,只要他人实施电信诈骗、开设网络赌场犯罪,行为人明知且提供技术支持等

帮助的,就同时成立诈骗罪、开设赌场罪的共犯,应当依照诈骗罪、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由于大

多数被帮助之罪的法定刑重于帮信罪的法定刑,帮信行为通常会构成其他罪的共犯,以帮信罪论

处的案件应当比较少,但现实状况是,以帮信罪论处的案件却特别多。那么,帮信罪案多的原因

何在? 在本文看来,并不是因为帮信罪的定罪起点低,而是因为将应以其他罪的共犯处理的行为

认定为帮信罪。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
(一)实体上的原因

1.共犯的认定存在偏差

根据当今占支配地位的因果共犯论,“‘之所以处罚共犯,是因为其与他人引起的法益侵害之

间具有因果性’,这一理论也称为‘惹起说’。亦即,所谓共犯,是指将其他参与人作为媒介而间接

地侵害法益的行为。因此,受侵害的法益相对于共犯者自身而言,也必须是应受保护的”。② 所

以,只要正犯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帮助者对之提供了帮助,间接地侵害了他人的法益,并且对

之具有故意,就成立诈骗罪的共犯,而不会以帮信罪论处。司法机关之所以将原本构成其他犯罪

共犯的情形认定为帮信罪,主要是因为没有合理运用因果共犯论,而且对共犯故意的理解与认定

存在偏差。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成立共同犯罪必须具备3个条件:(1)“共同犯罪的主体,必须是两个以

上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或者单位”;(2)“构成共同犯罪必须二人以上具有

共同的犯罪行为……各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是犯罪行为,否则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3)
“构成共同犯罪必须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③ 显然,上述观点实际上采取了责任共犯

论与“完全犯罪共同说”。④ 据此,倘若没有查明正犯是谁,就不可能知道正犯是否达到责任年

龄,是否具有责任能力,是否具备犯罪故意,以及帮助者与正犯是否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因而不

可能认定帮助者与正犯者构成共同犯罪。⑤ 例如,当某人在缅甸实施电信诈骗,而甲在国内为其

电信诈骗提供了银行卡时,由于不能查明“某人”是否达到责任年龄、甲与“某人”是否具有明确的

意思联络,即使查明国内多名被害人因为“某人”的诈骗而向甲提供的银行卡汇款,也不能认定甲

与“某人”构成诈骗罪的共犯,于是,将甲的行为认定为帮信罪。概言之,将诈骗、开设赌场等罪的

共犯以帮信罪论处,是导致帮信罪的定罪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而言,缩小共犯范围、扩大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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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当然,如果事前有通谋,则依然可能成立共犯。

西田典之(橋爪隆補訂)『刑法総論(第3版)』(弘文堂·2018年)361頁。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第10版,第162~164页。

Vgl.ClausRoxin,StrafrechtAllgenmeinerTeil,BandII,C.H.Beck2003,S.133.
立法机关正是以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为根据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参见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6版,第505~506页。



信罪范围的司法现象,与司法机关对犯意联络、事前通谋、明知的理解与认定密切相关。
首先,即使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行为而提供了帮助,司法机关仍以缺乏犯意联络为

由认定为帮信罪,不少学者也对此持肯定态度。
例如,有案件的判决指出:“二被告人的行为……均是被明确告知其交易对象涉嫌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仍与其继续交易,在没有证据证明其与上家有共同诈骗的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应当以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二被告人定罪处罚”。① 又如,在另一起案件中,被告人许某、赵某供述

称,其知道电信网络诈骗需要电话卡和银行卡,但仍以有偿办理电话卡的方式召集多人办理500
余张电话卡并提供给他人,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诈骗犯利用许某、赵某提供

的手机号码骗取李某72万元人民币。案发后,人民法院认为许某、赵某的行为构成帮信罪。②

对第二起案件的判决持肯定态度的人指出:“本案中,二被告人与被帮助对象不存有犯意联络,不
宜以诈骗罪论处。”③还有学者指出,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帮助行为,但如果只是简单的“明知”而不

是充分的意思联络,应排除共犯的成立。④

在本文看来,即使要求犯意联络,在正犯知道有人帮助自己诈骗,帮助者也知道自己为他人

实施诈骗提供帮助时,也难以否认帮助者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共犯。上述判例与观点不仅采取

“完全犯罪共同说”,而且要求正犯与帮助犯之间直接联系乃至相互谋议,这便不当缩小了共犯的

成立范围。退一步说,即使认为上述判决中的帮助者只是单方明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提供帮

助,因而属于片面共犯,也不能否认其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即使采取“完全犯罪共同说”的教科书

也承认:“单方面帮助他人犯罪,他人不知道的,在社会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才

好。由于毕竟是帮助他人犯罪,比较起来,还是以从犯处理为宜。”⑤既然如此,就不能以缺乏犯

意联络为由,否认上述二被告人的行为成立诈骗罪的共犯。
还有学者指出:“意思联络,强调的是下游帮助行为人对上游网络犯罪者实施实行行为的认

识……选择上游网络犯罪的共犯来认定时,要考虑意思联络。具体而言……下游帮助行为人至

少要对上游网络犯罪者的实行行为有认识,只有这样,下游帮助行为人才能满足帮助犯的主观成

立条件。”⑥可是,既然只要帮助者提供帮助时对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有认识”(即明知)即可,就没

有必要使用犯意联络或者意思联络的概念。因为“犯意联络”排除了片面共犯(“明知”并不排除

片面共犯),导致司法人员误认为,只有在双方就实施犯罪进行联系、谋议时才成立共犯,进而不

当限制了共犯的成立范围。事实上,在甲对乙的电信诈骗提供帮助时,乙也知道有人为自己提供

了帮助,这当然成立共同犯罪;至于是否知道“谁”对自己提供了帮助,则不可能影响共犯关系的

成立。
其次,即使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行为而提供了帮助,司法机关仍以缺乏通谋为由认

定为帮信罪,学术界也存在类似观点。
例如,虽然公诉机关认定郑某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行为而提供银行卡,进而以诈骗罪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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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2021)豫1481刑初786号一审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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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提起公诉,但人民法院判决指出:“被告人郑某客观上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主观上不

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在案证据亦不能证明被告人郑建军与诈骗犯罪嫌疑人有事前

通谋的行为,其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诈骗罪的罪名不能成立”。①

又如,某判决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一案指出:“被告人李某立、刘某只是通过贩卖银行卡的

方式进行牟利,并未实施网络诈骗犯罪行为,也未分得诈骗赃款,主观上并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诈骗他人的直接故意,客观上也未实施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被害人财物的行

为,且无证据证实二被告人与具体实施诈骗行为的行为人有预谋、通谋、商量等犯意联络,故二被

告人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② 在刑法理论上,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

是,对于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认定为共犯的,宜限于行为人与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者存在事前或者事中“通谋”的情形。行为人主观上仅具有“明知”,但对后续

实施的信息网络犯罪未实际参与的,原则上宜以帮信罪论处。③

上述判决与观点所称的通谋,既可能与意思联络的含义相同,也可能比意思联络的要求更

高。但在本文看来,将谋议、共同策划意义上的通谋作为成立共犯的前提,并不妥当。理由如下:

其一,刑法理论公认,共同犯罪分为事前通谋的犯罪与事前无通谋的犯罪,既然存在无通谋

的共犯,那么,要求帮信行为成立共犯以通谋为前提,就不合适。况且,“通谋”有不同的含义,但
一般来说“明知”就是通谋。(1)就事前共犯而言,通谋既可能指各共犯人就实施何种犯罪、犯罪

的目标、方法、时间、地点等进行了策划、商议,也可能只是明知。例如,甲准备盗窃汽车,让乙提

供盗车工具,甲利用乙提供的工具盗车既遂。虽然乙只是认识到甲要盗车,并没有与甲就如何盗

车进行策划、商议,但依然构成盗窃罪的共犯。(2)事中共犯中的通谋,客观上存在不同的情形,

但从成立共犯的角度来说,也只需要明知,而不需要谋议。例如,乙实施抢劫行为,在以暴力压制

被害人的反抗后,甲出现在现场,甲说明了真相后,乙参与取得财物。这种一方说明真相、另一方

知情后实施相应犯罪行为的情形,也可谓一种通谋,但也只是意味着明知。(3)就“事后共犯”而
言,必须存在事前通谋,否则不可能成立共犯。但在这个意义上的事后共犯其实也是事前共犯。

例如,《刑法》第310条第1款规定了窝藏、包庇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

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其中的通谋也不要求事前就正犯将要实施的犯罪本身进行谋

议。例如,乙在杀害仇人前要求甲事后为自己提供虚假身份证件以便逃匿,甲只要表示同意就构

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即使甲事后没有提供虚假身份证件,也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因为其同

意提供虚假身份证件的行为,强化了乙的犯意,与乙的杀人结果之间具有心理的因果性。不难看

出,只要知道并同意正犯提出的要求,或者知道正犯将要实施某种犯罪而主动提出事后予以窝

藏、包庇等,就属于事前有通谋。④ 因此,即使认为成立共犯以通谋为前提,也只是意味着行为人

明知他人实施某种犯罪仍然提供帮助。

其二,上述判决要求帮助犯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更是难以成立。帮助行为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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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326刑初420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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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只是对正犯结果起到促进作用的行为。因此,认定

一个行为是否成立共犯,应首先判断正犯的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然后判断帮助者的行

为是否对正犯结果起到了促进作用,再判断帮助者是否明知上述事实,如果得出肯定结论,就成

立共犯。① 上述判决将帮助犯作为正犯判断,不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

概言之,主张成立共犯要求意思联络或通谋(谋议)的说法,其实是要求参与人之间必须有共

同商议或策划。可是,从因果共犯论的角度来说,只要认定帮助者的行为对正犯结果的发生起到

了作用,主观上对之有故意,就成立共犯。双方是否有共同商量、策划等情节,对共犯的认定都是

多余的。

最后,司法实践还由于对成立共犯所必须具备的“明知”进行不当的限制解释,导致将诈骗等

罪的共犯认定为帮信罪。

通过查阅相关判决可以发现,否认共犯的判决对成立共犯所必需的“明知”进行了严格的限

定,对成立帮信罪所必须具备的“明知”却进行了宽松的认定。这样的认定方式既自相矛盾,又导

致将诈骗等罪的共犯认定为帮信罪。

例如,被告人吴某在李某的带领下到银行办理两张银行卡及U盾,并出售给李某,两张银行

卡多次被用于电信诈骗。一审人民法院对吴某“不知道银行卡是要用于诈骗的辩解,不予采信”,

但仅认定为帮信罪。二审判决指出:“一审庭审过程中多次供述其知道自己提供给他人的银行卡

需要跨省、跨国检验,交易方式明显不正常。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吴某明知他人使用其银行卡

交易方式明显异常,应认定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故对此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

采纳”,同样肯定了帮信罪的成立。② 可是,既然不采信吴某不知道银行卡是要用于诈骗的辩解,

就表明判决认定吴某知道提供的银行卡可能被他人用于诈骗,这便符合了诈骗罪共犯的主客观

条件,但人民法院却认定为帮信罪,这便自相矛盾。

还有一些判决对行为人已经明知的事实使用了“应当知道”的表述。例如,判决认定的事实

是,“被告人李某为获利,明知其办理的郑州千丛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公账户可能被他人用于

从事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仍将其办理的郑州千丛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公账户卖与他

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李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牟利给他人提供用于违法

犯罪的对公账户,给他人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涉嫌转移资金167万余元人民币,情节严重,行为构

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二审判决指出,“根据李某的认知水平、认知能力、行为方式及其供

述,表明其主观上应当知道转卖资金支付结算账户可能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行为,仍
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了帮助”,进而肯定了帮信罪的成立。③ 然而,既然认定李某明知自己提供

的对公账户可能被他人用于网络诈骗活动,事实上也是如此,就没有理由否认其行为成立诈骗罪

的共犯。此外,事实是“明知……对公账户可能被他人用于从事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一审

判决却认定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二审判决表述为“应当知道……被用于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等犯罪行为”。这种认定与表述的随意性,旨在将李某的行为认定为帮信罪。

对于共犯人的故意,要根据刑法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予以解释与判断,不能任意使用一些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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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根据《刑法》第14条的规定,下列几种情形均具备诈骗罪共犯的故意的认识因素:(1)明知他

人必然或肯定实施诈骗犯罪而提供帮助,他人实施了诈骗罪的;(2)明知他人可能实施诈骗犯罪

而提供帮助,他人实施了诈骗罪的;(3)明知他人必然或肯定实施诈骗、开设赌场等犯罪而提供帮

助,他人实施了诈骗罪的;(4)明知他人可能实施诈骗、开设赌场等犯罪而提供帮助,他人实施了

诈骗罪的。将诈骗罪共犯的明知限定为上述第(1)种情形明显不合适。不可能认为,上述第(2)
(3)(4)种情形是不明知,因而属于过失或者意外事件。况且,“电信诈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难
以相信行为人向他人提供银行卡、对公账户时不明知他人可能利用它们实施电信诈骗行为(当
然,特殊情形除外)。

在具备上述认识因素的前提下,提供帮助的行为人不是希望就是放任诈骗犯罪结果的发生,
因而具备诈骗罪共犯的故意。反之,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在帮助某种犯罪,也不可能具备帮信罪

的故意。此外要强调的是,不能要求提供帮助的行为人具有自己非法占有的目的,只要其认识到

正犯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意图或放任他人非法占有即可。

2.错误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不少判决因错误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而导致将其他犯罪的共犯认定为帮信罪。例如,马
某、宋某为他人的电信诈骗提供电信线路服务,人民检察院指控马某、宋某构成诈骗罪,但判决指

出:“根据2011年4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①被告人马某、宋某的行为确已构成诈骗罪,但2015
年1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已对该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了部分修正,
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通讯传输技术支持,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予以处罚,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被告人马某、宋某的行为应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定罪处罚”。② 类似判决并不少见,③而且也得到一些学者

的支持。④

但是,上述司法判决与学者观点不无疑问。(1)《刑法修正案(九)》并没有对诈骗罪的构成要

件与法定刑作出修改,不论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或之后,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而提供帮助

的行为,都成立诈骗罪的共犯。既然如此,就不存在对诈骗罪的共犯实行从旧兼从轻的问题。此

外,从旧兼从轻是在旧法条与新法条之间的选择,而不是在新法条与旧司法解释之间的选择。
(2)刑事立法不可能直接修改司法解释,只可能间接导致司法解释的内容全部或者部分无效。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信罪,并不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修改,也不能认为第7条的规定因为帮信罪的设立而

无效。因为增设帮信罪旨在规制不构成诈骗等罪共犯的行为,而不是为了规制诈骗等罪的共犯。
(3)不能认为,帮信罪的设立是为了使对帮信行为科处较轻的刑罚,因为这样的理解会造成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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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5)锡滨刑二初字第00026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2015)吉刑初字第204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2017)鲁0323
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张铁军:《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若干司法适用难题疏解》,《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6期;杨彩

霞:《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的类型化思考》,《法学》2018年第4期。



内部的不协调。按照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说法,之所以增设帮信罪,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犯罪

的帮助行为相较于传统的帮助行为,其对于完成犯罪起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危害性凸

显,有的如果全案衡量,甚至超过实行行为”。① 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认为,刑法应当对帮信行

为科处较轻的刑罚,而应当对其他犯罪的帮助行为科处较重的刑罚;也没有理由主张,刑法应当

将其他犯罪的帮助行为规定为从犯,而是应当对帮信行为实行正犯化。

3.没有运用想象竞合的原理

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规定,帮助行为同时触犯帮信罪与其他犯罪的,应当依照处

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关于想象竞合的规定,因为这种情形属于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
但是,司法实践却没有合理运用想象竞合的原理,对上述情形仅按帮信罪论处,而没有按其他更

重犯罪的共犯处罚。
有学者统计,司法实践扩张了单独成立帮信罪的范围。涉及帮信罪与诈骗罪认定争议的刑

事一审判决书中,认定行为人构成帮信罪与诈骗罪竞合的判决书仅占6.25%。判决书明确认定

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并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之规定,应以重罪诈骗罪定罪处罚的判决

书仅有1例。② 这说明司法实践对于《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关于想象竞合规定的认识尚未

清晰,不能准确对其加以适用。③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一直习惯于讨论此罪与彼罪的区别,因而

喜欢讨论帮信罪与诈骗等罪共犯的区分。可是,各种区分标准要么不管用,④要么曲解共犯成立

条件,要么不当限制了诈骗等罪的成立范围,进而不当扩大以帮信罪论处的范围。
例如,有学者主张:“情节严重的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情

节一般的帮助行为仍然属于共同犯罪中的辅助行为,按通常的‘帮助犯’处理,即片面帮助行

为”。⑤ 这种只是根据字面含义得出的结论,难言妥当。一方面,由于帮信罪的法定刑低,这一观

点导致情节严重的帮助行为成立轻罪,情节一般的帮助行为反而成立重罪的共犯,不符合罪刑相

适应原则。另一方面,这一观点没有运用想象竞合原理,而是将《刑法》第287条之二第1款规定

的帮信罪与第3款规定的其他犯罪的关系视为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并不合适。
再如,有学者提出,行为人专门为诈骗犯制作更改来电显示号码软件的行为,属于“明知且促

进型”的帮助行为,以诈骗罪的帮助犯处罚即可;行为人事先制作了改号软件,且在他人购买时出

售的行为,则属于“明知非促进型”的帮助行为,应当按照帮信罪论处。⑥ 这样的观点也不符合想

象竞合的原理。因为不管是专门为诈骗犯制作改号软件,还是事先制作了改号软件后出售给诈

骗犯,都对正犯结果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所谓促进型与非促进型之别,都是一个行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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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

参见王肃之:《论网络犯罪参与行为的正犯性———基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反思》,《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1期。



时触犯帮信罪与诈骗罪,应当从一重罪处罚;没有理由按“专门”与否来区分帮信罪与诈骗罪的

共犯。①

又如,有学者指出:“区分诈骗罪共犯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对

被帮助人实施诈骗行为明知,是概括的犯罪故意还是具体的犯罪故意,如果明知他人实施诈骗而

对其提供帮助则构成诈骗罪共犯……当行为人的犯意联络无法查清或者行为人仅有间接的、概
括的故意时,则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处罚”。② 但是,将间接故意、概括的故意排

除在诈骗罪的共犯之外,不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即使是采取“完全犯罪共同说”的传统观

点,也没有将间接故意与概括的故意排除在共同犯罪的故意之外。③ 这种区分观点也不可能适

用于帮信罪以外的情形,并非一般化的可能解决方案。

实体上还因为将其他犯罪(如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认定为帮信罪,④或者将并不构成犯

罪的行为认定为帮信罪(这种情形较少),从而导致以帮信罪论处的案件较多。
(二)证明上的原因

所谓证明上的原因,主要是指电信网络诈骗等上游犯罪(正犯)高发多发、链条复杂、涉及面

广、查证难度大,⑤司法机关难以或怠于收集有关正犯的犯罪证据(或者虽然收集了正犯的证据,

但由于前述实体上的原因而不采用已收集的证据),也不证明提供帮助的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帮

助他人实施了什么具体犯罪。证明负担减轻了,帮信罪的定罪率就提高了。

据学者统计,判决书显示被告人所帮助的正犯行为为犯罪行为的占比为81.8%,但近18%
的判决书并未以正犯行为具备刑事违法性作为本罪成立的条件。从正犯行为的具体类型上看,

网络诈骗行为的占比为66%,网络赌博行为的占比为13.2%。此外,占比11.4%的被告人并未

被明确提出其所帮助的正犯行为类型。在认定为帮信罪的判决中,提及“确实知道”的被告人

(45.1%)和“可能知道”的被告人(54.2%)的比例相近。⑥ 原本应当描述行为人帮助他人实施了

什么犯罪(原本应当描述行为人构成什么犯罪的共犯),但司法文书基本上只采用“被告人明知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表述。例如,王某某等人所办理的4张电话

卡涉及外省6起电信诈骗案件,涉案金额为140324.01元人民币。“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

某、陈某某、汪某、张某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可能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仍然提供支付宝账

户、电话卡、银行卡等通讯、支付结算等帮助,并从中获利……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

究其四人的刑事责任。”人民法院的判决指出:“被告人王某某、陈某某、汪某、张某为获取非法利

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所得违法资金提供支付宝、银行卡支付结算等帮

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⑦

不难看出,虽然被帮助的大多数是诈骗罪,但实践中将提供帮助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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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平利县人民法院(2021)陕0926刑初22号刑事判决书。



较少。这是因为认定为帮信罪是最省事的:既不用证明被帮助者具体实施了什么犯罪,也不需要

证明帮助者认识到他人实施了什么犯罪。在司法机关“人少案多”的当下,将诈骗等罪的共犯当

作帮信罪处理,成为司法人员的最佳选择。但是,一方面,这种消极调查被帮助的正犯、积极指控

帮信罪的做法,必然带来帮信罪的适用膨胀、其他犯罪的共犯明显减少的局面,难免导致对电信

诈骗犯罪的打击不力。换言之,要想更加有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上游犯罪,就必须积极调查被

帮助的正犯。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其实也自相矛盾。如果不能查明正犯实施了什么犯罪,就难以

证明帮助者帮助的对象、认识的对象确实是实施了犯罪行为而非一般违法行为;果真如此的话,

帮助者的行为不仅不成立共犯,也不可能成立帮信罪。
(三)观念上的原因

司法实践的观念是,要限缩其他罪的共犯的成立范围,扩大帮信罪的适用。

一种理由是,为了“彰显修法精神”,应当限缩共犯的成立。例如,有学者指出:以往的司法解

释一般规定,只要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而为其提供帮助的,就成立共同犯罪。但这

是在刑法增设帮信罪之前的解决方案;在刑法增设帮信罪之后,宜对帮信罪适用共同犯罪处理的

情形作出适当限制,以扩大帮信罪的规制范围,从而彰显修法精神。① 亦即对于帮信行为适用共

同犯罪以帮助犯论处的,宜限于“通谋”的情形;对于主观上仅具有明知且对于后续实施的信息网

络犯罪未实际参与的,原则上宜以帮信罪论处。② 本文难以赞成上述观点。“修法精神”究竟是

什么,是值得研究的问题。(1)不能认为,只要刑法增设了新罪,就要尽量缩小其他犯罪的范围,

尽可能扩大新罪的适用范围。因为增设新罪主要是为了填补处罚漏洞,而不是为了缩小其他犯

罪的处罚范围,除非以往按其他犯罪处罚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③ 在以往将为诈骗罪提供帮助

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就没有理由因为帮信罪的设立而否认

或者限缩诈骗罪共犯的成立。(2)“只要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而为其提供帮助的,

就成立共同犯罪”,这一观点与做法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后都是完全妥当的,并未因帮信罪的

设立而过时或者存在缺陷。(3)上述观点基本上否认了《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关于想象竞

合的规定,难言妥当。(4)上述观点导致案件处理不协调。例如,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二第1
款的表述以及同类解释规则,事前或事中单纯强化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心理的,并不成

立帮信罪,只能认定为其他(较重)罪的共犯;可是,事前或事中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

供技术支持等帮助的,反而只能成立较轻的帮信罪。这很难被认为是公平的处理方案。(5)如前

所述,将诈骗等罪的共犯限于具有通谋(谋议)的情形,既不符合共同犯罪的原理,也导致定罪量

刑的不协调。

另一种理由是,由于当前为诈骗等罪提供帮助的主要是年轻人,甚至是大学生,因此要按照

法定刑较轻的帮信罪论处。否则,在正犯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情况下,作为上游犯罪的正犯之帮

助犯处理,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④ 在本文看来,上述理由也不成立。根据《刑法》第27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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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如果将帮助行为人认定为诈骗罪的从犯,具有灵

活的处罚空间,无论如何都可以给予适当的处罚。司法机关在办案时要善于适用刑法的明文规

定,而不能置刑法的明文规定于不顾,按各种潜规则处理。不少司法人员告诉笔者,因为将被告

人认定为从犯进而减轻处罚、免除处罚实在太难,认定为帮信罪很简单,所以,大家宁愿认定诈骗

罪的共犯构成帮信罪。可是,认定为诈骗罪的从犯时减免处罚,①完全符合《刑法》第27条的规

定,不应当“太难”,否则就意味着依照刑法定罪量刑太难,表明刑事司法的问题较为严重。司法

机关不能以在过往的司践中不自觉形成的不正当观念为根据,来限制刑法条文的适用。即使认

定为诈骗罪的共犯不能免除处罚,也可以减轻处罚,而且可以减轻两档处罚,②不管行为人参与

的诈骗罪数额多么巨大,都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乃至单处罚金,不必更不

应违反共同犯罪的原理与《刑法》第287条之二第3款的规定,一概按帮信罪论处。

事实上,上述两种理由所形成的判断方法与结论存在明显的疑问。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三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公安部刑事侦查局2022年3月22日《关于“断卡”行
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第5条指出:“(1)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参加诈骗团伙或者与诈骗团伙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长期为他人提供信用

卡或者转账取现的,可以诈骗罪论处……(3)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仅向他人出租、出
售信用卡,未实施其他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可是,

既然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并提供了信用卡,只要信用卡被用于电信诈骗,就没

有理由否认提供信用卡的行为成立诈骗罪的共犯。在此基础上,要求参加诈骗团伙或者与诈骗

团伙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长期为他人提供信用卡或者转账取现,才以诈骗罪的共犯论

处,就不当限制了诈骗罪共犯的成立范围。而且,这样的判断方式与标准根本不可能运用到其他

犯罪,不是一般化的可能解决方案。《纪要》第5条(3)采取了模糊表述,倘若行为人明知他人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罪,仅向他人出租、出售信用卡,未实施其他行为的,当然成立诈骗罪的

共犯。

在刑法增设新罪后,许多司法机关都争先恐后认定新罪。在刑法增设帮信罪后,即使对相关

行为应当认定为其他犯罪的共犯,也要认定为帮信罪,唯恐对新罪的认定落伍;网络发达的时代,
“类案检索”的做法使得帮信罪的认定越来越多。

三、帮信罪的适用范围

从法理上来说,以帮信罪论处的情形只限于不构成其他罪的共犯的情形,以及根据《刑法》第

287条之二第3款的规定,虽然构成其他罪的共犯但按帮信罪处罚较重的情形。③ 在此意义上

说,帮信罪只是一种具有补充性质的犯罪。下面仅就3种情形略作说明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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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象竞合的情形下,如果认定为其他罪的从犯,则对行为人科处的刑罚不得轻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的最低刑。

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9~421页。

这种情形并不多见,因为法定刑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信息网络犯罪较少。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也应限

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参见张明楷:《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



第一,基于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认定为帮信罪的情形。亦即正犯实施 A罪,但帮助者以为

正犯实施B罪而提供了帮助,且两罪的构成要件不存在重合之处时,对帮助者应以帮信罪论处。
例如,2020年12月,陈某收到“张喜东”的微信,对方声称需要银行卡等用于博彩网站,陈某

便将其名下的两张银行卡及配套U盾、绑定的电话卡出售给对方。但是对方后来并非将银行卡

等用于博彩网站,而是用于电信网络诈骗,人民法院认定陈某的行为构成帮信罪。① 可以认为,
陈某认识到对方可能利用自己提供的银行卡等开设网络赌场,但对方利用陈某提供的银行卡等

实施了诈骗犯罪。由于陈某没有认识到对方实施诈骗罪,因而不成立诈骗罪的共犯;陈某虽然主

观上认识到对方可能实施开设赌场罪,但由于对方并没有开设赌场,根据共犯从属性原理,陈某

不成立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由于陈某认识到他人可能实施电信网络犯罪活动,客观上也实施了

帮助行为,故成立帮信罪。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独立定罪的情形并不是帮助犯的正犯化,也不意味着帮助行为可以独立

成罪。因为陈某的行为成立帮信罪,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陈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依然从属于

正犯,只是由于陈某存在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且开设赌场罪与诈骗罪之间没有重合之处,不能

就重合的犯罪成立共犯,因而只能认定为帮信罪。② 换言之,上述陈某的行为原本不能成立犯

罪,但由于帮信罪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正犯的具体犯罪类型,故陈某的行为能够成立帮信

罪。在此意义上,帮信罪的设立扩大了犯罪的成立范围。
第二,虽然行为人对正犯实施犯罪提供了技术支持等帮助,也能查明正犯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了某种犯罪,但不能查明正犯的行为究竟符合何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时,也可以认定行为人的帮助

行为构成帮信罪。
例如,甲将银行卡提供给乙,知道乙可能利用银行卡实施某种犯罪。某日,被害人丙收到短

信通知,显示其银行卡内的60万元人民币被转走(丙没有进行任何操作)。司法机关查明,丙的

60万元人民币转入甲的银行卡,而且查明是乙的行为所致,但因乙在境外,故无法查明乙究竟实

施了什么行为造成了上述结果。由于不能查明正犯乙实施了何种犯罪,故不能认定甲的行为构

成何种犯罪的共犯。尽管如此,依然能认定甲的行为成立帮信罪。这种情形也并非共犯的正犯

化,帮信罪的成立同样从属于正犯的犯罪行为。
第三,存在争议的是,被帮助者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违法行为时,帮助者的行为是

否成立帮信罪?
《刑法》第287条之二第1款明文规定的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问题是,如

何理解其中的“犯罪”?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遵循共犯从属性原理,将本款的“犯罪”限定为符合

我国刑法规定犯罪构成的、被认定为相应罪名的犯罪行为。③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本款的“犯罪”
应做扩张的解释,即不仅指犯罪行为,而且还包括符合刑法分则行为类型但尚未构成犯罪(如未

达到罪量要求)的行为。④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刑法分则中存在对应犯罪但罪量未达犯罪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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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甘02刑终48号刑事判决书。

倘若甲以为乙实施集资诈骗罪而提供帮助,但乙实施的是普通电信诈骗,则甲依然成立诈骗罪的共犯。

参见刘宪权:《论信息网络技术滥用行为的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条款的理解与适用》,《政法

论坛》2015年第6期;王华伟:《网络语境中帮助行为正犯化的批判解读》,《法学评论》2019年第4期。

参见陈洪兵:《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限缩解释适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
期。



一般违法行为提供帮助的,帮助者的行为一般不成立本罪;但在一对多、多对多的共同犯罪场合,

即便共犯所帮助的正犯行为的违法性均未达到定罪的程度,但如果所有的正犯行为之违法的量

累积起来达到定罪的程度,则应肯定共犯的成立。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这样解释完全符合因果

共犯论的旨趣,因为所有被帮助者惹起的结果均应归责于该帮助者;这种解释与其说是对“限制

从属性说”的抛弃而转向支持“最小从属性说”,毋宁说是对限制从属原则的坚守。① 第四种观点

采取了相对化的立场:在非正犯化的场合,在查证被帮助对象的行为成立犯罪时,“犯罪”一词系

指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的行为;在正犯化的场合,在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的行为是否达到犯罪程

度时,“犯罪”一词系仅指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类型。②

在本文看来,第二种观点不只是扩张解释,而且是类推解释。因为《刑法》第287条之二第1
款的规定,表明了被帮助者必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既然如此,就不能将尚未构成犯罪的一

般违法行为包含进来。即使该一般违法行为与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相同,但如果没有达到

犯罪数量、情节等要求,就不属于不法层面的犯罪。在所谓正犯者的行为不成立不法层面的犯罪

的情形下,帮助者的行为就更不可能构成犯罪,否则就明显不协调。刑法分则在相关法条中分别

使用了“犯罪”与“违法犯罪”两个不同概念。帮信罪被帮助的对象是“犯罪”,而《刑法》第285条

第3款规定的后一种帮助则是“违法犯罪”,第287条之一使用的是“违法犯罪”。在这种立法例

之下,将第287条之二的“犯罪”解释为“违法犯罪”,就不符合体系解释的原理,也有类推解释之

嫌。因为被帮助者实施了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的行为,不等于实施了犯罪。所有的盗

窃、诈骗行为都是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但绝不意味着其属于“犯罪”,否则,就混淆了一般违

法与犯罪行为。不能为了有效打击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就将网络一般违法行为的帮助行为也作

为刑法打击对象。

第三种观点并不是对“限制从属性说”的坚守,而是采取了“一般违法从属性说”。(1)按照

“一般违法从属性说”,成立共犯并不需要正犯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只要正犯的行为具有一般的

违法性即可。③ 这种观点原本是想通过缓和共犯的成立条件,将部分间接正犯纳入共犯的范畴,

从而尽可能限制间接正犯的范围。④ 但是,一般违法行为的范围并不明确,在正犯不成立犯罪的

场合,反而认定共犯成立犯罪,就扩大了共犯的成立范围,故这种观点在日本只是极少数说。⑤

(2)根据共犯从属性原理,即使被帮助的正犯者为多人,但只要该多人的行为均不成立犯罪,帮助

者的行为就不成立犯罪。例如,甲分别帮助乙、丙、丁三人实施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殴打行

为,后三者分别造成被害人A、B、C轻微伤。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认定甲的行为成立故意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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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钱叶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教义学分析———共犯从属性原则的坚守》,《中外法学》2023年第

1期。

参见张庆立:《预防性犯罪化视野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立法检视与适用辨析》,《犯罪研究》2022年第

4期。

佐伯千仞『刑法講義〔総論〕(4訂版)』(有斐閣·1981年)338頁;浅田和茂『刑法総論(第2版)』(成文堂·

2019年)423頁参照。

例如,公务员A让妻子B接收贿赂。由于B的行为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一般违法从属性说”为了避

免使A成立受贿罪的(间接)正犯,便主张A仅成立受贿罪的教唆犯。西田典之(橋爪隆補訂)『刑法総論(第3版)』
(弘文堂·2018年)429頁参照。

大塚裕史、十河太朗、塩谷毅、豐田兼彥『基本刑法I総論(第3版)』(日本評論社·2019年)342頁参照。



罪的共犯。只要承认帮信罪并非共犯的正犯化,那么,在被帮助的多人并没有“利用电信网络实

施犯罪”的情形下,将帮助行为认定为帮信罪,就没有遵循共犯从属性原理,而是采取了“共犯独

立性说”。易言之,第三种观点有自相矛盾之嫌。(3)在被帮助者并非共同犯罪,而是单个人实施

不法行为的情形下,将不同的被帮助者的行为“累积起来”认定帮助者的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缺
乏法律依据与事实根据。(4)不能以因果性取代从属性。不可否认的是,当A分别帮助B、C、D
等人利用电信网络实施一般违法行为时,A的行为与B、C、D等人造成的一般违法结果具有因果

性。但是,具有因果性不是成立共犯的充分条件。只有当正犯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帮助

行为与正犯结果具有因果性时,才可能成立共犯。而正犯的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在正

犯并非共同正犯的情形下,只能是分别判断,而不能将它们累积起来予以判断。(5)在司法实践

中,一对多、多对多的帮助并非帮信罪的主流表现形式,只是少数现象。① 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

为了处罚少数行为而违背共犯从属性原理。换言之,上述第三种观点,也并非一般化的可能解决

方案,不可能运用到其他情形。
第四种观点也难以成立。在帮助行为成立共犯而非帮信罪的正犯的场合,根据“限制从属性

说”,当然要求正犯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但是,即使对帮信罪独立定罪,也要求行为人为他

人实施“犯罪”提供帮助。如前所述,由于所有的盗窃、诈骗、虚假广告等行为均是符合犯罪构成

要件的行为类型,故将“犯罪”一词解释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类型,就属于类推解释。而且,由
于帮信罪不是共犯的正犯化,因此,也不存在该观点所称的“正犯化”与“非正犯化”的区分。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赞成第一种观点。只有当被帮助者的行为符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且

违法(不法层面的犯罪)时,亦即被帮助者的行为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且达到立法或者

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情节、后果等罪量标准时,帮助者的行为才可能成立帮信罪。如前所述,
《刑法》第287条之二第1款仅规定了帮助“犯罪”,而没有表述为帮助“违法犯罪”。况且,即使第

285条第3款、第287条之一规定为“违法犯罪”,也只有限制解释为“犯罪”,才能实现刑法的公

平正义性。② 既然如此,就不应反过来认为《刑法》第287条之二第1款规定的“犯罪”包括一般

违法行为。
《解释》第12条第2款规定,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

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前款第2项至第4项规定标准5倍以上,亦即支付结算金额100万元以上、
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25万元以上、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应
当以帮信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本文看来,这一规定只不过是以推定方式认定正犯的行

为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而不是指帮助一般违法行为的也成立帮信罪。《纪要》也明确指出:《解
释》第12条所规定的“为3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应理解为分别为3个以上行为人或团伙组织

提供帮助,且被帮助的行为人或团伙组织实施的行为均达到犯罪程度。这显然也肯定了上述第

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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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适用刑法的过程中总会遇到疑难问题,但无论遇到何种疑难问题,都不要试图通过偏离或者

摆脱刑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的路径来解决。为了从宽处罚,在行为构成诈骗等罪从犯的情形

下,不认定为诈骗等罪的从犯,而认定为帮信罪,不仅偏离了刑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原理,而且不

一定能够实现从宽处罚的目的。用司法实践中的潜规则对抗刑法的基本原则与原理,是不明智

的做法。认为帮信罪的社会危害严重,不应认定为其他罪的从犯,只能认定为法定刑最高刑为3
年有期徒刑的帮信罪,则是自相矛盾的观点。

凡是不在一般化的可能解决方案中寻找的解决方案,都必然是损害刑法公平正义性的方案。

司法人员在寻求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时,不能忽略一般化的可能解决方案,而仅注重所谓案件的

特殊性。“法的思考的一个特征,不是在考察个别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最好的解决

方法,而是在一般化的可能解决方案中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法。”①对刑法的解释不能仅考虑该解

释结论在特定案件中的适用可能性与妥当性,还要考虑该解释结论在其他案件中的适用可能性

与妥当性。评价一个刑法解释是否妥当,要判断该解释是基于什么逻辑(理由)推导出来的,该逻

辑(理由)是否成立,该解释对其他类似案件会得出什么结论,该结论是否妥当。② 为了将帮助行

为认定为帮信罪,而将犯意联络、通谋(谋议)、确切知道等作为共犯的成立条件,以及将共犯从属

性解释为对一般违法行为的从属性,就不是在一般化的可能解决方案中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法,会
损害刑法的公平正义性,不应当被采纳。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总会有3种犯罪的发案率位居前三位,至于是哪3种犯罪位居前三

位,则取决于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没有理由认为,盗窃罪可以位居前三位但诈骗罪不得位居前

三位。如果某类案件确实多发,就应通过查明犯罪原因和采取相应预防措施减少该类犯罪,而不

是提高认定该类犯罪的成立标准或违反刑法的各种原则来减少犯罪的认定。后一种做法只不过

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至于在不提高认定该类犯罪认定标准的同时,是否需要适当采用相

对不起诉、判处缓刑或免予刑罚处罚等措施,则是另外的问题。如果电信诈骗案以及相应的帮助

案件多发,则需要研究犯罪原因,采取相应的刑事政策,既不能提高诈骗罪的认定标准,也不能提

高诈骗罪共犯的认定标准将诈骗罪的共犯认定为帮信罪。

由于大量的帮信罪其实是诈骗罪的共犯,今后更不应当出现对帮信行为既不认定为诈骗罪

的共犯也不认定为帮信罪的司法局面,否则就会导致电信网络诈骗更为猖獗。换言之,限制帮信

罪的认定路径应当是回归诈骗等罪共犯的认定。由于增设帮信罪是基于对共犯成立条件的误

解,且不构成诈骗等罪共犯的帮信行为其实是极少数,原本不必以犯罪论处,因此,从立法论上

说,废除帮信罪或许是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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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eatingaccompliceasprincipaloffender”ispremisedonthesystemthatdistin-

guishesprincipaloffenderfromaccomplice.Iftheconductofaidingcanestablishacrimethatis
notpremisedontheexistenceofprincipaloffender,itistreatingaccompliceasprincipaloffend-
er,butthecrimeofaidinginformationnetworkcriminalactivitiesispremisedontheexistence
ofprincipaloffender,thusitcannotbetreatingaccompliceasprincipaloffender.Astotheopin-
ionsthattheharmfulnessofaidingconductissobigthatsuchconductcanbeconvictedinde-

pendently,orthecriminallawstipulatesanindependentcrimeandpunishmentforaidingcon-
ductetc.,theyareallnotthegroundsfortreatingaccompliceasprincipaloffender.Also,rele-
vantprovisionsofjudicialinterpretationarenotthelegalbasisfortreatingaccompliceasprinci-

paloffender.Muchmorecasesarepunishedwiththecrimeofaidinginformationnetworkcrimi-
nalactivities,mainlybecausethejudicialorgansmisunderstandconditionsoftheestablishment
ofaccomplice,theprincipleofapplicationoftheoldlawwiththeexceptionofalesspunishment
inthenewlaw,thedoctrineofimaginativejoinderofoffenses,orinordertoreducetheburden
ofprooffortheprincipaloffender,resultinginalargenumberofaccomplicesofthecrimeof
fraudandothercrimestobeidentifiedasaidinginformationnetworkcriminalactivities.Only
whentheconductfallsinthecategoryoftheerrorofcognitionandthenatureoftheconductof

principaloffendercannotbeascertained,canrelevantaidingconductbepunishedasthecrimeof
aidinginformationnetworkcriminalactivities.Intheso-called“one-help-many”occasions,

iftheconductofeachhelpedpersondoesnotmeetthecriminalandpunishmentrequirements,

theconductoftheaidingpersonisnotestablishedasacrimeofaidinginformationnetworkcrim-
inalactivitieseither.Fromthelegislativepointofview,abolishingthecrimeofaidinginforma-
tionnetworkcriminalactivitiesmaybeabetterchoice.

KeyWords:crimeofaidinginformationnetworkcriminalactivities,treatingaccompliceas

principaloffender,crimeoffraud,jointoff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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